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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在空中拍“大片”的人
———记中科院遥感所航空遥感中心动态遥感监测团队

姻本报实习生 任芳言 见习记者 高雅丽

“这是 2008 年的、2009 年的、2010 年的、20
11 年的、2013 年的……”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
字地球研究所航空遥感中心工程师邱文对着
显示屏，熟练地说出每一张图像的拍摄年份。

浏览一张遥感监测缩略图可能只要几
秒钟的时间，但对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航
空遥感中心动态遥感监测团队的成员来说，
一张动态遥感监测图像凝结了他们数月乃
至数年的辛苦劳动。

今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航空遥感中心
的数名工程师再次回到四川开展工作。“已经
十年了。今年（任务）预计持续一个半月左右
的时间，主要是对震区影像资料的获取。”邱
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用震级记地名

2008 年 5 月 14 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
第三天，邱文和其他团队成员搭乘飞机来到
了重庆，开始了震后动态遥感监测工作。

邱文回忆第一次赶赴灾区时的情景：“当
时脑子里没多想，就是赶快拍完，把任务完
成。”在灾区执行任务的二十多天里，航空遥
感中心的两架奖状飞机每天累计飞行时间在
十小时左右。

“汶川地震当时情况很紧急，没有设置明
确的航线，主要就是在空中寻找目标，包括锁
定震中方位、附近人口密集区、出现交通断裂
的主要桥梁。”邱文告诉记者，一般发生地震
灾害时，天气条件“都不太好”，只能在云层以
下飞行监测，“哪里没有云，我们就去哪里，相
对效率高一些”。

汶川地震后几乎每一年，航空遥感中心
的工程师们都要用一两个月重返灾区，对震
后重建地区进行后续遥感监测。

“现在的遥感技术和当年相比一直在进
步。”邱文说，“现在一些人能到达的地方可以
使用无人机，小范围地执行任务。另外，航拍
影像的精度也在不断提高。”

团队频繁进川执行任务，也经历了数次
地震。邱文表示，“汶川、玉树、芦山，这几次地
震我都赶上了”。他甚至养成了用地震等级记
忆四川各个县市的习惯，“有一年我们到当地
执行任务，宾馆老板看见我们回来还开玩笑，
说这次肯定又有事儿”。常年出入震区的邱
文，能够迅速辨认建筑内的承重梁位置。他解
释道，“当你总到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自然
就会关注建筑的抗震等级了。”

把镜头带上天

2018 年，在向有关部门提报飞行计划获
批后，航空遥感中心团队来到了四川广汉执
行任务。4 月 7 日，在天气条件允许、空管部
门批准情况下，邱文与团队另一名工程师吴
亮提前登上飞机，为今年第一次飞行监测任
务作准备。

能“上天”的相机长什么样？主要由三部
分组成：一个酷似巨型图章的镜头和陀螺稳
定平台、一台电脑主机大小的控制器和一块
iPad 大小的屏幕。检查各部分是否运行良好，
是邱文和吴亮的“必修课”。

除了检查机上设备，还需在地面作准备。
吴亮熟练地拿出测绘仪器，走到停机坪附近
的一块草地上架设 GPS 基站。“飞机上航测相
机的 GPS 和地面基站的 GPS 两个数据联合
起来，做一个差分处理，这样定位信息就会更
精确。”吴亮幽默地表示，自己平时遥感航拍
图像看习惯了，还会觉得自己用手机拍出来
的照片“精度太低”。

回忆起 2008 年，吴亮表示当时“非常紧
张”，“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吴亮告诉记者，

自己第一年参加工作就跟随团队来到四川，参
与了在成都架设基站的任务。今年重回四川，自
己和邱文已是一对飞机上的“老搭档”。

动态遥感监测任务需要根据地面影像分
辨率设置飞行高度，在非密闭舱飞行高度超过
3000 米时，人就可能产生缺氧、晕机、呕吐等
症状。“这次飞行高度在 2100 米左右，虽然飞
机是非密闭舱，但还可以忍受。”吴亮说。

四个小时的航拍任务完成，飞机伴着夕阳
缓缓下落。但团队的工作并未结束，将现场设
备清点装车后，邱文等一行四人立刻赶回宾
馆，将此次飞行任务的数据备份到电脑上。

用遥感技术守护震区

吴亮告诉记者，从事遥感测绘工作多年，
“自己对这个行业仍然很感兴趣”，除了操作仪
器带来的成就感外，“看到一张张遥感图像能
给大家带来帮助，成就感也很大”。

“我们的图像和一般小相机拍出来的不太
一样，我们的范围很大，拍出来的是几百个平
方公里的影像，数据量要比一般小相机拍得大
得多。”吴亮说。

团队在这十年间多次入川，航空遥感中心
运行管理部工程师张占杰告诉记者，看着一年
年的震区遥感影像，自己也感触非常深。

“看遥感影像可以发现，当年的震区从废
墟逐渐变成村庄和楼房，道路交通、河流也在
一年年恢复，我们通过遥感影像见证了震区这
十年来的变化。2008 年地震刚发生的时候，人
心惶惶，我感觉如今当地人民对生活的信心的
确在渐渐恢复，他们的热情友善让我印象很
深。”张占杰说。

灾后重建的十年间，航空遥感中心也在逐
渐成长。张占杰表示，遥感技术设备更新换代
速度很快，“我们需要边干边学”，“通用航空遥
感飞行这一块，也越来越规范”。

“2008 年我们到汶川执行任务的时候，有
些设备甚至飞机，还是借的。当时和其他院所
一起参与救援任务的一共五六十人，现在航空
遥感中心在编职工已经有四十多名了。”

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张占杰，不知何
时形成了一种“职业病”———不管有没有飞行
任务，都会抬头看天，他说：“今天天气条件好
不好，和能不能飞行、航线能不能依照计划走
有很大关联。”

长
春
应
化
所
氢
能
利
用
研
发
中
心
：

应
时
而
变

顺
势
而
为

姻
本
报
记
者
沈
春
蕾

追忆吴传钧院士地理人生二三事
本报记者王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地理学家能够
像中国这样深度参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对国
家建设作出如此突出贡献，这在世界上是独
一无二的，就这一点而言，目前中国地理学站
在世界的高峰。”

日前，时值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百年
诞辰，以主体功能区划、资源承载力、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土地利用、国土规划、环境生态
保护和城市系统研究等等方面工作为例，一
些专家认为，我国地理学如今能发挥如此重
要的作用，吴传钧功不可没。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地理学发展由于照搬
苏联模式，人文地理长期受到冷落，因此很少
有人涉及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中科
院院士郑度回顾说。

作为中国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主要
开拓者，吴传钧从 1960 年就开始阐述人文与
经济地理学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地理工作者能够承担
并很好地完成国家和地方大量的关于生产布
局、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国土整治和区域可持
续发展等综合性任务，而且保障了我国地理
学的综合发展。

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吴传钧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四处奔走，在国家科技领导层
面、中国地理学界各种学术会议上，积极呼吁

“要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并亲自组织，在人
才培养、机构设置、理论建设等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得力措施，使得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学
科框架逐步建立起来。

这使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有一批批的人文地理学人才走向社
会，促进城市地理、旅游地理、人口地理、文化
地理、计量地理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促使
地理人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可
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领域取得丰
硕成果。

作为吴传钧的学生，中科院院士陆大道

回忆：吴先生经常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
用”的伟大学问，地理学者一定要“学业并重”，
地理学要为国家服务。

不断思考和推动学科发展

在吴传钧最后的 11 年，刘彦随一直陪同
在侧。刘彦随从 1998 年开始跟着吴传钧做了
2 年博士后，随后做了 9 年的学术秘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下班，刘彦
随都会从所里坐班车先到吴传钧家，把一些信
件及信息带过去汇报交流一下再回家。

2005 年，在一天下午 5 点多，正在路上，
刘彦随突然接到吴传钧的电话，说要开个紧急
会议。事实上通常刘彦随下午 6 点多就会赶到
他家里。

紧急会议就他们两人参加，因为去中国农
科院开会有些新的触动和思考，吴传钧急切地
想与刘彦随交流。

“一晃 5 年了，我们没有农业农村研究的

专门机构了。过去从农业资源调查、农业区划
到土地利用，怎么我们半个世纪的辉煌时代
一下就没有了？！中国是人口大国，不研究‘三
农’，就失去我们地理学的优势了。”吴传钧郑
重地对刘彦随说。此前，地理资源所的农业农
村研究室在 2000 年被整合掉了。

次年，2006 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
会学术年会上，吴传钧专门找了陆大道、施雅
风、李吉均、郑度等 4 位院士和佘之祥、蔡运龙
等几十位同行专家开会讨论，建议重视和发
展农业地理和乡村研究。此后，才促使中科院
地理资源所在 2006 年成立了农业地理与农村
发展研究室。

如今作为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者采访时回顾说：“虽然到晚年了，他仍重视地
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优势学科发展，正因为他的
重视，才有我们这个领域的平台和机构，有了我
们的乡村地理学科发展和团队建设。”

此前，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吴传
钧就积极组织地理学界参与农业区划、土地
利用、国土整治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等我国当代地理学面临的重要研究任务，完
成了《中国 1100 万土地利用图》等一系列重
大成果。

吴传钧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
长、理事长，他时时注意不使自己的工作局限
于中科院和地理所，而顾全全国地理界的大
局，非常重视和精心组织我国地理学界的广
泛合作，也很重视与计划、国土、城建、民政、
旅游等政府部门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吴传钧还以大量时间和精力，组织领导
我国地理学家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推动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他以广博学识和
在国际上的影响，1988 年当选为国际地理联
合会的副主席，这也是中国地理学家第一次
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并且连任两届。

多才多艺，性情豁达

“他多才多艺，思想敏捷，性情豁达，善于

组织，乐于助人……”作为与吴传钧共事多年
的晚辈学者，如今已年过八旬的郭来喜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展示出被他视为恩
师的吴传钧的更多侧面。

吴传钧酷爱京剧，他和夫人瞿宁淑能结
缘，一方面正缘于对京剧的共同爱好。吴传钧
从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并留校当讲师时，瞿宁
淑是该系大学生，他们在一个京剧社团中。

1958 年 3 月，吴传钧刚从苏联回国住在
北京饭店，郭来喜从南京赶来看望。作为奖励，
吴传钧购买了三元一张的高价票请郭来喜去
前门广和剧场看当时名角吴素秋的《红娘》。当
时是花 3 分钱坐有轨电车赶过去的。

受父亲影响，吴传钧书法也很有功底。他
父亲是法学教授、律师、书法家，在抗战前曾为

“七君子事件”中的“七君子”做无罪辩护。1985
年与中英日多位学者去苏州参观城市建设时，
他介绍虎丘大门上方题词是其父亲墨宝，让大
家增加了亲切感。

吴传钧喜欢骑自行车，以前在英国留学
时就曾骑行游遍英伦三岛、瑞士和捷克斯洛
伐克等。

近 80 岁时，一次他骑自行车由中关村
去西四国土资源部开会，当时随同他去的一
位博士生看他身为院士参加部委会议竟骑
车而舍不得打车去，这位博士生后来论文也
没有答辩就下海做生意去了。这位学生曾对
郭来喜说：“我到 80 岁还不一定能当上院
士，当个院士也没什么意思，还骑自行车去
部里开会。”

2007 年，时年吴传钧已 89 岁，刘彦随陪同
他到沈阳参加沈抚同城化高峰论坛，在考察棋
盘山新产业时，是坐小电瓶车去。因为人多，电
瓶车走得很慢，结果他对刘彦随说，“坐车太
慢，咱们还是走吧！”

“还有几里地，路远着呢！”刘彦随提醒。
“我们地理人是‘飞毛腿’，还怕走几里

地？”吴传钧说笑中当即下车。这一幕给刘彦
随留下深刻印象：“虽已高龄，这也反映了老
先生还是有地理人那种调查研究‘行万里
路’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应化所）
围绕中国科学院的特色研究所
服务目标，以先进制造业的基础
科学问题和产业需求为导向，近
期组织布局若干具有鲜明研究方
向和明确研发目标的非实体研究
中心，致力于打破课题组界限，吸
纳跨学科研究人员竞争承担中心
任务，形成协同创新的特色研发
团队。

其中，“氢能利用研发中心”
由 8 个不同课题组组成，中心负
责人是先进化学电源实验室主
任邢巍研究员。日前他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心将发挥长春应化所综合所
特点和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优
势，形成贯穿氢能全链条的制
备、储运和燃料电池高效发电的
系统研发团队及技术平台。”

一个非实体中心

中国科学院体制研究所的
科研平台大多以课题组、实验
室、工程中心等实体形式存在与
发展，非实体中心是长春应化所
在特色所试点建设上的新尝试。

邢巍回忆道：“2016 年年底，
长春应化所开始筹划针对氢能
的可再生绿色制备、方便存储与高效发电利用的先进材
料和尖端技术的瓶颈，聚焦国际前沿，建设一个合作创
新、协同攻关的非实体中心，并决定由我们实验室来牵
头。”随后邢巍联系了所内相关的课题组，通过充分协商，
先从技术梳理入手，理清各组间研究领域方向的交集，聚
焦到同一研究领域。“经过探讨，我们最初的 7 个课题组
发现各自团队可以打通氢能研究链条上下游关系，于是
一拍即合，纳入氢能利用研发中心。”

为什么由最初的 7 个变成现在的 8 个呢？邢巍研究
员的解释是：“最开始有一个课题组不在其中，但通过后
来的一些实际项目合作，我们发现中心的多个课题组均
与其有实质性合作，所以今年年初该课题组也正式加入
中心。”这就是动态非实体形式在合作方面的一个灵活性
的实例。如今，距离该中心正式运行已有一年的时间，邢
巍表示，中心的非实体性质也给了各课题组相对宽松的
氛围，免去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更多围绕科研项目展开
合作。

打破课题组界限

在氢能利用研发中心，来自不同课题组的科研团队
分别承担不同的科研任务，邢巍课题组主要研究燃料电
池与水电解系统，王立民课题组主要开展储氢材料 / 系
统研究，张新波课题组主要研究能量转化过程材料与器
件，王宏宇课题组主要研究储能与能量转化材料，彭章泉
课题组主要研究能量转化过程机理，陈卫课题组主要研
发高效催化材料的制备，徐维林课题组主要研究能量转
化过程催化材料开发与机理，武志坚课题组主要研究相
关化学过程理论计算。

邢巍说：“虽然这些课题组原来的科研工作并没有
直接关联，但通过纳入到高效制氢、氢能储运、燃料电池
发电这条主线里，大家紧密协作，有力地强化了科研创
新能力。”同时，通过这些课题组更广泛地与其他研究平
台开展合作及对外交流，进一步提升了氢能利用研发中
心的科研水平。如：张新波课题组与稀土资源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唐金魁和逄茂林研究员合作，承担了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新型纳米结构的高能量长寿命锂 / 钠复
合空气电池项目的课题。王立民课题组参与了稀土资源
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课题“高性能稀土复合储
氢材料研究”，以及研究所内五个重大产出项目之“新能
源宽温镍氢电池材料研制及应用”。2018 年，王立民还计
划与中石化（兰州石化）储氢材料合作，希望承担高性能
储氢材料研究及应用相关项目。彭章泉课题组通过协同
合作，结合纳米催化剂制备技术、DEMS（电化学微分质
谱仪）、原位 FT-IR（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学）及 DFT

（离散傅里叶变换）理论计算研究，对甲醇的脱氢效率进
行了定量研究。

邢巍总结道：“氢能利用研发中心不拘于形式，没有
固定的管理机制，打破课题组的界限，大家有问题随时沟
通，以联合攻关实现科技创新为唯一目标。”

加速成果产出和人才培养

中心成立时间不长，但课题组之间紧密合作加速成
果产出和人才培养的效果十分明显。如 2017 年这一年合
作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科学论文，合作产生的学术思
想在申请国家级项目中获得多方面的支持。

例如徐维林、武志坚、邢巍三个组分别从单分子水平
对催化剂特性认知、理论计算评估催化剂构效及催化剂
控制制备和实际电池性能多方面合作，发展出超高性能
的 Pt-N 共掺杂性氧还原催化剂，成果发表在《自然—通
讯》上。邢巍表示：“没有学科融合和课题组间的合作，很
难发表这么好的论文。”

除了合作发表论文，课题组合作还体现在更高层面
上。基于联合的基础，形成了学科与研究方向的协同创
新，解决了研究过程中交叉领域的学术难题。比如，邢巍、
陈卫、徐维林、彭章泉等课题组间多次组织申报各类国家
级项目并获得支持，张新波、彭章泉两个课题组共同承担
并高质量地执行中科院战略先导项目。

相关科研人员也在合作中得到历练、成长和认可。其
中，张新波研究员于 2017 年获得基金委杰青项目资助，
彭章泉研究员于 2017 年通过吉林省科技厅遴选，作为候
选人申报 2018 年度的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计划。基于该中心的吉林省低碳电源重点实验室被评
为“吉林省优秀重点实验室”。

今年，氢能利用研发中心将举办“新能源化学前沿研
讨会”，各自课题组分别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一起进行
学术交流。

“中心通过召集这类学术交流，实现了资源、技术和
信息的共享；课题组也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科
研团队贯穿性组织和上下游策应，有助于合力解决国民
经济和国防的战略高技术急需。”邢巍说。

闻鸡起舞，应势而昌。长春应化所顺应国家需求、面
向应用的新探索—非实体中心已经开始运行。期望在不
久的将来，这种不拘于形式的灵活的科研模式能产生更
多的成果和人才。

团队

银四川省永昌镇（新北川）遥感动
态监测影像。

为让定位信息更准确，团队成员
吴亮在起飞地点架设 GPS。

今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中科院遥感所航空遥感中心动态遥感监测团队的数
名工程师再次回到四川开展工作。

吴传钧


